
史前考古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2025 年 6 月 第 2 卷 第 2 期 

DOI: 10.3724/2097-3063.20250024 
CSTR: 32092.14.PA.20250024 

浅析中国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 

动物资源利用 

董宁宁1 罗运兵2 
1.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上海 200433；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 430077 

摘 要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讨论人类演进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其中生 

业的变化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在梳理和反思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相关概念和 

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南方地区距今20000—8000年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 

结，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利用的动物资源开始变得丰富，资源利用强化的现象开始 

出现，这既体现在针对性的狩猎，也表现为对水生资源、鸟类和小型动物的广谱化利用。 

同时，在南方大区域的共性中还能看到小区块的局地差异，东南、华南和西南的本地环 

境、生计传统差异导致它们在新石器时代走上了不同的生业转变路径。在考虑生业经济变 

化的同时，考古研究应将对本地传统的坚持、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影响，以及食物之外 

的动物功用也纳入研究范畴，在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下认识旧–新过渡的复杂性。 

关键词 旧–新过渡；渔猎采集；农业起源；动物考古；广谱革命  

1 引言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带来了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因此成为考 

古研究中重要的议题。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是这一系列变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项，从狩猎 

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也意味着资源、土地、技术、社会组织等多维、多元的互动，剖析 

这一时期动物资源利用的变化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人地关系的塑造具有关键作用。 

本文首先从概念和理论切入，唤起我们对一系列交叉使用概念的重审和反思。其次 

对中国南方地区距今20000—8000年的遗址进行动物考古研究的梳理，旨在总结这一时期 

动物资源利用的特点、剖析生业形成的过程。最后，理论结合案例，对未来动物考古研 

究的目标和方向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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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概念和理论 

2.1 相关概念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在不同的考古研究中有多个概念被用来指称这一 

时期及其相应的变化。 

如“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分期切入，既有时间上的分期，也 

通过石器工业的差异指出技术的分野①。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石器化”（Neolithization） 

的概念，旨在从时间的描述上更深层次地把握社会进程的发展[2,3]。这在西方较多用于近 

东地区的讨论，往往和定居与农业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从名称本身来看更强调变化的 

“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将这一变化拆解成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又因为这些 

因素是考古可见的（比如工具的变化、作物的栽培等），所以就可以通过拆解、组合这 

些因素来更切实、准确、动态地表述新石器化的进程。傅稻镰（Dorian Fuller）进一步将 

这些不同因素纳入“新石器性”（neolithicity）中[4]，它们的低耦合性正好能凸显全球新 

石器文化的多样性。 

在更具体的讨论中，“狩猎采集–农耕转变”（foraging-farming transition）在英文文献 

中出现率也较高，它将研究聚焦到了生业方式上[5-7]。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意识到世界各地 

社会进程发展时间不一致后的结果。过去的研究常常默认这一生业的转变和旧–新石器时 

代过渡同时发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二者并不同步，且在全球范围内呈现 

出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一生业方式的变化并不一定是线性行进且不可后 

退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狩猎采集和农业两种生业方式中自由选择，来回切换，甚至两者 

兼有。因此，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有所拓宽，适用于全球处于不同时期的人群和社会。 

从环境角度来看，“更新世–全新世交替”也在这个研究主题下时常出现[8]。在地质 

变化的维度，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分割恰好发生在距今1万年，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 

间一致。环境的变化也被认为和这一生活方式的变化关系紧密，在不同的理论或研究中 

成为生活方式改变的起因、推力或不可改变的阻力。 

无论使用哪一个概念来描述这一过渡时期，环境、技术、经济、人口无疑都在影响 

着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这一变化在全球各地可能并不同时发生，变化的具 

体表现也可能不尽相同，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将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复杂系统纳入讨 

论的框架，同时更关注区域性的多元化。本文将使用“旧–新过渡”来宽泛地表述这两个 

时段之间的衔接，仅具有分析单元的指示意义，并不暗示这两段时间之间变化的性质 

（比如是自身的转变过渡，还是涉及人群的替代或文化的传播等），变化的呈现方式将 

在更具体的案例中讨论。 

① 诸多考古学教材使用这一概念，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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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理论 

在动物考古学中，一系列经典的理论都被用来探索旧–新过渡时期动物资源利用方式 

的变化。 

“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其核心在于假设 

了狩猎采集人群倾向于在有限的采集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寻求食物能量和营养价值的回 

报，也就是用“投入–回报”的衡量逻辑结构来解读狩猎采集人群的决策[9]。肯特·弗兰 

纳里（Kent Flannery）在1969年提出的“广谱革命”也能很好地嵌入这一理论框架[10]。 

广谱革命的模型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增长，迫使狩猎采集人群移向最佳采集区域 

的周边，开始利用那些过去被忽视的鱼类、水禽、无脊椎动物和植物资源。今天，中国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源利用强化也常被类比为“广谱革命”，在最佳觅食理论的框架下 

进行解释。 

“最佳觅食理论”虽广为人知，但其主要的局限在于忽略了人类对环境改造的可能 

性。因此，后续出现的“生态位构建”理论强调了不同生物体之间的互动对整体环境进 

行主动塑造的作用[11]。“生态位构建”中的驯化起源更像一场在富裕环境中的试错实验， 

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不同地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转变的案例。驯化不是一蹴而就 

的，“构建”适合驯化的生态环境的过程可能在驯化作物、动物出现之前就已开始[12]。 

有学者认为，要了解这一过程的开端，关键是辨析出“驯化景观”（domesticated land

scape），这一景观的创建可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13]。人们所说的“广谱”并不一定 

是为应对环境恶化而拓展食物品类，品类的增多还可能源于人类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制 

造生态环境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从而让这一区域更适合他们所需动、植物的栖 

息。今天大洋洲、非洲等地的原住民仍在进行着类似的环境改造[14]，他们的传统知识和 

人地关系可以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一把钥匙。 

我们趋向于默认新石器时代开启了生业方式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诞 

生了上述这些理论，其目的是解释“变”。正如旧–新过渡不必然意味着生活方式完全的 

割裂和重建，它的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变”的。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的“低 

水平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就重点关注了“不变”的问题，他提出，狩 

猎采集群体也可以持续、稳定地维持小规模的家畜饲养或作物种植[15]。也就是说，“富裕 

采集人群”完全可以安于现状，经营着狩猎和小规模的食物生产。从食物获取到食物生 

产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转变过程，狩猎采集和农业生产也并不一定互相排斥。这为旧–新过 

渡时期的生业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当我们聚焦在这一时期的生业变化、探讨生业变 

化的原因和影响时，为什么有些区域和人群能维持“不变”也成了关注点，如何去理解 

人类“选择”的多样性成为关键。 

上述这些不同的考古学理论让我们可以从环境、人类行为、文化选择等多个方面全 

面剖析旧–新过渡时期的生业方式，形成多层次的具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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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南方地区旧–新过渡时期的动物资源利用 

中国考古学者较为认同的旧–新过渡发生在距今20000—8000年[3,16]。本文系统梳理了 

该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含有动物遗存相关信息的遗址。在此基础上，基于可鉴定标本数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s，NISP），比对这些遗址出土动物种类的丰富程度、各类 

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小型动物比例的历时性变化等。动物种类的丰富程度可以反映广 

谱经济的形成，不同动物的数量比例是狩猎策略的体现，而小型动物对于人口波动和环 

境变化敏感，因此，选择这几项数据切入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探讨旧–新过渡时期动物 

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对于部分典型案例，我们则再结合具体考古证据展开详细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区域是广义上的中国南方地区，包括东南、华南和西南。虽然这些地 

区还可以区分出更细致的地理单元，但综合这一时期遗址的数量、动物遗存数据的可得 

性等情况，本文中不再细分，而在必要之处将会具体分析。 

3.1 东南地区 

东南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省、浙江省和福建省。东南地区距今20000—8000年的相关 

材料局限于福建漳平奇和洞[17,18]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19]。前者是洞穴遗址，后者是露天 

遗址，两者在时间跨度、地理位置和出土动物数量上均差异较大，无法进行更具体的比 

较。整体来看，奇和洞在晚期出现了大量鱼、龟鳖、贝类和鸟禽，上山遗址出土鸟纲的 

骨骼占全部出土动物遗存的20%以上，同样倾向于鸟类的利用，两者都体现出利用水生 

动物和鸟类资源的趋势。 

3.2 华南地区 

华南地区可大致以南岭为界分为华南北部和华南南部，北部包括湖南省和江西省， 

南部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该地区共有12处旧–新过渡时期的遗址有较 

丰富的动物遗存信息，分别是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20]，湖南道县玉蟾岩[21-23]，广西 

隆安娅怀洞[24]，广西柳州白莲洞[25]，广西柳州鲤鱼嘴[26]，广西桂林甑皮岩[27,28]，广西桂林 

庙岩 [29]，广西邕江流域贝丘遗址 [30]，广西田东中山遗址洞外岩厦 [31]，广西英德牛栏 

洞[32]，广东阳春独石仔[33]，海南三亚落笔洞[34]。其中，鲤鱼嘴、邕江流域贝丘属于贝丘 

遗址，其余皆为洞穴或岩厦遗址。娅怀洞遗址尽管有详尽的动物数据，但未分期，无法 

提供历时性变化的讨论。 

为了保持遗址性质的一致性，我们按照遗址报告综合了地层关系、碳十四测年、遗 

物特征后给出的分期进行了年代早晚的排序，着重关注洞穴遗址，对其动物种类的丰富 

程度进行了总结和比较（表1）。这些遗址中的动物种类从早到晚丰富程度略有上升，但 

并不明显（图1）。其中，动物种类的丰富程度在玉蟾岩和落笔洞尤为突出，这可能和两 

个遗址的地理位置有关，前者位于湖南，后者位于海南，与华南地区其他的遗址距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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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环境差异较大。 

我们还对这些遗址出土软体动物（螺、贝类等）、鱼类、爬行两栖类、鸟类和哺乳 

类的具体数量比例进行了整理（表2，图2）。在距今15000年以后的多个遗址中出现了大 

表1  华南地区各遗址出土动物种类数目 
Tab.1  The number of faunal taxa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遗址名称 距今（年） 动物种类 软体动物 鱼类 爬行两栖类 鸟类 哺乳类 

独石仔 21000—13000 24 4 0 0 0 20 
仙人洞、吊桶环三期 20000—12000 15 2 0 2 3 8 

白莲洞 20000—12000 25 5 2 2 1 15 
玉蟾岩 18000—13000 102 31 9 0 27 35 

仙人洞、吊桶环四期 12000—9000 34 1 0 2 4 27 
牛栏洞 12000—8000 30 0 0 0 0 30 

甑皮岩第一期 12000—11000 25 6 1 1 5 12 
甑皮岩第二期 11000—10000 26 6 1 1 6 12 
甑皮岩第三期 10000—9000 32 7 1 1 11 12 
甑皮岩第四期 9000—8000 31 7 1 1 10 12 
甑皮岩第五期 8000—7000 27 7 1 1 6 12 

中山遗址洞外岩厦 12000—7000 36 9 1 2 1 23 
落笔洞 10890 88 24 1 2 15 46 

庙岩 7000 29 13 0 0 0 16   

图1  华南地区各遗址出土动物种类数目的历时性变化 
Fig.1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faunal taxa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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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软体动物遗存。在玉蟾岩的部分地层中发现了两万余件螺类遗存，甑皮岩第三期出 

土的贝类数量是脊椎动物的2.5倍，到了第五期，共出土贝类29243件，是脊椎动物数量 

的七倍有余。这可能意味着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 

表2  华南地区各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可鉴定标本数 
Tab.2  NISPs of faunal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遗址名称 距今（年） 软体动物 鱼类 爬行两栖类 鸟类 哺乳类 

独石仔 21000—13000 数据未公布 

仙人洞、吊桶环三期 20000—12000 4 0 10 136 2431 
白莲洞 20000—12000 数据未公布 

玉蟾岩 18000—13000 大量 46 107 447 1393 
仙人洞、吊桶环四期 12000—9000 1 0 20 196 8601 

牛栏洞 12000—8000 0 0 0 0 51 
甑皮岩第一期 12000—11000 2963 185 43 36 18 
甑皮岩第二期 11000—10000 651 233 71 8 12 
甑皮岩第三期 10000—9000 30132 1151 160 69 386 
甑皮岩第四期 9000—8000 10945 423 89 58 2397 
甑皮岩第五期 8000—7000 36281 324 110 16 160 

中山遗址洞外岩厦 12000—7000 159 4 120 5 606 
落笔洞 10890 552 1 0 150 541 

庙岩  数据未公布   

图2  华南地区各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数量比例的历时性变化 
Fig.2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 in the NISP percentag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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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软体动物，哺乳动物的数量和比例仍占优势。具体来看，每个遗址占主体的哺 

乳动物种类略有不同。在独石仔、仙人洞、白莲洞、玉蟾岩、娅怀洞、牛栏洞、甑皮岩 

这七处遗址中，鹿类动物占绝大多数。除此之外，广西桂林庙岩遗址虽然没有具体的动 

物遗存数据公布，但在发掘简报中提及以鹿类资源利用为主。进行比较的几处遗址中， 

落笔洞遗址较为特殊，尽管也有赤麂、小麂、水鹿等鹿类动物，但它们和豪猪、猕猴、 

啮齿目等小型动物的数量差距悬殊。落笔洞位于海南，小型动物的利用可能和岛屿环境 

中大型哺乳动物较少有关。 

广谱革命的发生可能来自人口压力，而小型动物的利用是关键线索之一。考虑到已 

发布材料的限制，本研究选择以鸟类和龟鳖为代表的爬行类作为小型动物的典型进行比 

较（图3），前者行动敏捷、繁殖率高，后者行动缓慢、繁殖率低，捕捉这两类动物意味 

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狩猎策略和人口压力[35]。在整个旧–新过渡时期，鸟类的利用在华南地 

区较为普遍，龟鳖等爬行动物并未和鸟类形成此消彼长的趋势，对它们的利用也持续了 

整个旧–新过渡时期。这间接说明，旧–新过渡时期的华南似乎没有面临严峻的人口压 

力。考虑到鸟类和爬行类栖息环境与行动模式的不同，华南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开 

发、利用不同生境所需的不同技术。 

华南地区除了洞穴遗址外，还有广西柳州鲤鱼嘴和邕江流域的六处遗址为贝丘遗 

址。两者出土的动物种类丰富程度悬殊，邕江流域贝丘群出土了包括软体动物（腹足纲 

和瓣鳃纲）、节肢动物（甲壳纲）以及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类、鸟纲和哺乳纲）等在 

内的7纲84种动物，鲤鱼嘴仅有17种哺乳动物，以及零星的爬行类、鱼类。这可能和邕江 

图3  华南地区小型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比例的历时性变化 
Fig.3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 in the NISP percentages of small animal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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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遗址点更多、年代稍晚且经过系统整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贝丘遗址中，鹿类 

动物仍占比较大，是主要的狩猎对象。 

必须说明的是，目前的材料可能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旧–新过渡图景，如广西桂林轿子 

岩[36]和临桂大岩遗址[28]的发掘简报中虽提及有动物遗存的出土，但缺少具体的、可供定 

量分析的数据。娅怀洞目前也正在进行分期更细致的动物考古研究，期待新的结果可以 

为我们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3.3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主要指长江以南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包括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 

南省和贵州省。该地区有动物遗存资料公布的遗址共四处，分别是贵州桐梓马鞍山[37]、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38,39]、贵州新安招果洞[40]和云南保山塘子沟遗址[41,42]。其中，贵州的 

三处为洞穴遗址，动物遗存均以哺乳动物为主，而鹿类动物占比最大，且动物组合相对 

稳定，暗示鹿类动物的针对性狩猎长期以来维持不变。 

而塘子沟遗址在云南保山，是一处怒江流域的露天遗址，和贵州的三处遗址在地理 

位置、堆积类型上均有差异。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具有一定的多 

样性，指示对于不同生境资源的开发，但在数量比例上，食草的偶蹄动物仍占绝大多 

数，反映了狩猎的选择性。 

整体来看，即使忽略小区域环境和遗址类型的不同，西南地区也长期维持着针对性 

狩猎的稳定策略，在旧–新过渡期未见显著变化。 

4 讨论 

总结这些遗址的动物遗存，我们对南方地区距今20000—8000年的动物资源利用有了 

一些概览性的认识。 

4.1 动物资源利用的特征 

在生业方面，旧–新过渡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存在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新迹象上，表现 

之一就是利用种类的“广谱化”，这在华南地区表现较为明显。华南地区在旧–新过渡时 

期利用动物的种类集中在20—40种，在部分遗址如甑皮岩、玉蟾岩等均发现动物种类接 

近甚至超过100种，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贝类等，每一类的动物多样性也相当 

高。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资源广谱是否和人口压力、环境恶化相关，还有待 

更多古人口和古环境的证据。但资源的广谱化无疑意味着人类开始利用更多样的环境， 

环境的多样性可能也是一种主动选择。鱼类、鸟类生活在不同的生境中，哺乳动物种类 

的增多也意味着人类开始开发不同的小环境，这既包括横向空间的拓展（以居住地为中 

心利用资源半径的延长），也包括纵深空间的拓展（从地表以下的块茎类植物到栖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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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冠的猿类）。未来的研究中，资源域分析（catchment analysis）或可为解答这一问题提 

供视角[43]。一种理解的视角是，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对多种环境的利用，不 

同人群所利用的资源域出现了重叠，继而容易发生资源的争端。长此以往，解决这一土 

地利用矛盾的后果便是限定在一定区域内的定居生活。由此，定居又进一步促进了新石 

器化的进程。 

利用动物种类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更均衡地被利用，一些遗址也 

发展出了对特定动物的针对性狩猎，这成为中国南方旧–新过渡时期动物资源利用的第二 

个特点。这在西南地区尤为明显，数个遗址中都以鹿类动物的狩猎为主，这一狩猎策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维持着稳定的发展。 

小动物的利用往往被认为是旧–新过渡时期应对人口增长、资源匮乏、环境恶化时采 

取的策略。对华南地区的分析显示，龟鳖这类繁殖缓慢的小型动物并没有在旧–新过渡时 

期规模缩减，说明当时的华南地区并未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周围环境中的资源相对充 

沛。小动物在食谱中的增加也可能和定居的生活有关。随着人群狩猎范围的扩张，狩猎 

的竞争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大型偶蹄动物可能聚集到了不同人群狩猎范围之间的缓冲 

区，导致无法被轻易猎取[44]。而小动物往往更容易在人类聚居地附近被发现[11]，它们转 

而成为人类的食物。在华南的仙人洞、吊桶环，西南的马鞍山等遗址都发现了竹鼠这一 

类小型哺乳动物的强化利用，基本符合上述模式，体现了资源分布不平衡和定居趋势间 

的关系。 

4.2 旧–新过渡的区域差异 

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在中国南方地区间还呈现出区域性的差异。 

东南地区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可能因地制宜地利用了当地环境中的动物资源。尤其 

是上山遗址，以哺乳动物为主，没有贝类鱼类，这种缺少依赖水生资源的条件使得上山 

所处的钱塘江流域转而加强了对草本、禾本科植物的利用，进而催生了农业[3]。 

华南地区旧–新过渡时期表现出最为明显的广谱特征，利用的动物种类最为丰富，也 

出现了水生资源和小型动物的强化使用。这也奠定了该地区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定居 

渔猎的生计方式。 

西南地区则稳定地维持着针对性狩猎，该区域山地、高原较多，复杂的地形可能限 

制了人口的增长。由于整个区域资源压力不大，狩猎中大型偶蹄动物可以一次性获得更 

多的肉量，是较为经济、高效的生计方式。 

这一区域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石器时代生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也让我们再次去思考 

旧–新过渡中的“变”与“不变”。上文说到，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变化是旧–新过 

渡研究的一个热点，长江下游地区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再到河姆渡文化，便一直 

是讨论这一热点的重要案例。而在华南地区，即使时序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可以划 

入新石器时代，但渔猎的生计方式一直保留在当地的传统生业经济之中，直到距今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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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才进入华南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家养动物饲养才逐 

渐成为生业的一小部分[45]。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不变”的切口。 

由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系列概念的界定。生业的变化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环境、技术、人口等，这些因素又盘根交错、相互影响，从而导致当我们去讨 

论“旧–新过渡”“新石器化”等一系列本身便是多变量、多维度的因素集合时，很容易 

陷入循环论证，如以进入新石器时代为标准划分生业区别，以有陶/无陶区分新/旧石器 

时代等。要避免循环往复地空谈，可能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地区、案例，承认不同尺度下 

人类行为的多样性。 

4.3 食物、技术和劳动力  

生业方式包含一整套从物质、技术到意识形态的结构，食物的变化也和获取的技 

术、烹饪的技术、实施技术的劳动力组成都紧密相关。旧–新过渡时期的生业方式变化也 

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以华南地区为例，最早的陶器诞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 

人群中。陶容器的使用也是一种资源强化利用的形式，傅稻镰等人将其称为“收获后强 

化加工”（post-harvest intensification），强调陶器的使用让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保存 

食物，通过烹煮、发酵或储存等方式提高了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可食用性，从而在有限的 

资源条件下实现更高效的生存策略[4]。水生资源的加工和烹饪可能就是陶器使用的主要 

目的之一[46]。而在此之前，如何获取水生资源也意味着一系列收获前的方法革新。以捕 

捞工具为例，随着水生资源利用的增多，网坠成为发现较多的工具。人们可能还利用一 

些没有在考古遗址中保留下来的有机质做成的陷阱（如草编笼等）。当代民族学的调查 

显示，鱼类、贝类的捕捉很可能由妇女和儿童完成，借助陷阱和简单的工具，捕捞水生 

资源并不是一件难事。可见，新资源的纳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劳动力的组织结构。 

民族学调查还发现，狩猎采集人群也会通过改造环境来增加资源的可获得性，如加拿大 

西部原住民通过在潮间带修筑石墙形成蛤蜊园（clam garden），从而扩大了适合蛤蜊生长 

的潮间带区域，促进了蛤蜊的生长[47]。蛤蜊园可以被视为一种“驯化景观”，对景观（包 

括土地和海洋）的改造也是旧–新过渡阶段资源利用强化的一部分。由此，动物资源（水 

生软体动物）、获取和加工技术（捕捞工具和陶器）、劳动力组织（妇女、儿童）、景观 

改造（潮间带）构成了一整套生业方式的革新。 

动物不仅仅是食物。即使在旧石器时代，狩猎大型动物也并不是最可靠、最经济的 

食物获取方式。从狩猎的社会意义来说，狩猎大型动物是一场群体事件，不只是出于维 

生所需，还具有重要的仪式性意义和社会性目标[44]。因此，不能简单地只用能量来换算 

动物资源的利用。狩猎和社会的组织、文化的认同有关，狩猎行为本身的改变可能和从 

狩猎到农业生产的改变一样意义深远，意味着人群或者文化的变迁。目前，我们缺少更 

详细的材料来进行社会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至少我们知道，距今6000—4000年，长江流 

域的农业人群带着自己的生业方式和文化进入了岭南地区，陈洪波将这一过程称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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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新石器化”[45]。这群农人进入当地，可能与狩猎采集人群有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 

异。今后，研究这一阶段食物体现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化、意识形 

态的维度认识生业变化。 

总而言之，生业研究要嵌入更广阔的经济、技术、文化背景下进行讨论，这就需要 

动物考古和其他方向的研究紧密合作。 

5 结论 

考古研究越来越注重人类行为、社会发展多样性的研究。因此，线性的、一元的社 

会演进理论被逐渐摒弃，如何定位区域性差异、如何捕捉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成为 

今天考古研究的目标之一。对于旧–新过渡的议题而言，中国南方地区自有其独特模式。 

一方面，距今20000—8000年的旧–新过渡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利用的动物资源开始变得 

丰富。资源利用强化的现象开始出现，既体现为针对性的狩猎，也表现在对水生资源、 

鸟类和小型动物的广谱化利用。另一方面，南方大区域的共性中还能看到小区块间的差 

异，东南、华南和西南的本地环境和生计传统上的差异导致它们走上了不同的生业转变 

路径。长江下游地区伴随着水稻种植农业的起源逐步开始家养动物的驯化，而对水生动 

物资源的利用可能是驯化水稻过程中的副产品。华南地区则在富裕的环境中稳定、长久 

地保持着对水生资源的高度依赖，在逐步定居的同时也维持着狩猎采集的生计，对农业 

的接受也和其他区域呈现时间、程度上的不一致。 

尽管我们勾勒出了中国南方地区在距今20000—8000年动物资源利用的大致图景，但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动物可以提供多样的产品，未来的动物研究应该不仅仅着眼于生计 

方式中食物的供给，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动物产品，如皮毛、骨质工具在生业中的角 

色。比如皮毛和肉其实具有交错的季节性，皮毛较好的季节往往和肉质较好的季节错 

开，因此，动物资源的季节性和具体的生计策略息息相关。 

动物考古还应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定量分析和多学科研究。仅鉴定种属无法回答更 

复杂的生计策略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将种类的增加对应到“广谱”的解释，何况不同的 

原因都可能导致结果上的“广谱”。甚至同一物种，年龄、性别结构的差异都可以反映 

不同的人地关系。我们下一步需要细化研究方法，在细节中尝试发现人类行为的复 

杂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化旧–新过渡时期人类行为意图的复杂性。动物不仅仅是食 

物，它们也体现了不同人群的技术和文化。因此，我们需要将动物考古置于更广阔的学 

科背景下进行多面、多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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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animal exploitation during the Pal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in southern China 

DONG Ningning1, LUO Yunbing2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uhan 430077 

Abstract The Pala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with changes in subsistence being a key focus of 
zoo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is study, we first review and re-consider concepts and theories on 
the Pala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and re-analyse published zooarchaeological data coll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southern China dating from 20,000 to 8,000 BP.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utilisation of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animal taxa. The intensification is facilitated by both 
specialised hunting of large herbivores and exploitation of a wider range of resources including 
aquatic resources, birds, and small mammals. Local variations between the Southeast China region, 
South China region and Southwest China region are observed despite the regional commonalities 
across southern China where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the subsistence tradition shaped 
their distinct subsistence trajectory towards the Neolithic period. The changing subsistence should 
be explored together with cultural traditions, technology, labour organisation, and animal functions 
beyond food, moving our understanding towards a complex process of the Pal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against a wider context. 
Keywords Pal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hunting-gathering; origins of agriculture; zooarchaeol
ogy;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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